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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２０１２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研究》 （１０＆ＺＤ１３５） 的阶段性成果。
① 胡适曾用文言译过拜伦的诗， 也创作了不少白话诗， 但他自己亦认为偶尔用白话翻译的现代美国女诗人莎拉·替斯代尔抒情小诗 《关不住

了！》 （发表于 １９１９ 年 ３ 月 １５ 日的 《新青年》 ） 才是真正 “开了我的新诗成立的纪元”。 参见卞之琳 《翻译对于中国现代诗的功过》， 《中国现代作
家选集·卞之琳》，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版。

② 参见王晓生 《五四新诗革命背景中的外国诗歌翻译》，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１ 年第 ９ 期， 第 ６７ 页。

《草叶集》 在中国大陆的译介与传播
韩德星

摘　 要：： 惠特曼是对中国新诗影响较大的诗人之一， 其 《草叶集》 在中国大陆的译介已有 ９０ 多年的

历史。 在中国文学与历史现代化的不同阶段， 《草叶集》 的译介与传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在五四时期，

它是民主的象征与革命的艺术符码； 在抗战时期它是救亡图存、 鼓舞人心的战斗号角； 在文革以后， 它是

张扬自我、 独自喧哗的一棵大树。 它在中国大陆的本土化过程恰恰彰显了传播者与接受者自身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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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叶集》 （Ｌｅａｖｅｓｏｆ Ｇｒａｓｓ） 是美国诗人华尔特·惠特曼 （Ｗａｌｔ Ｗｈｉｔｍａｎ， １８１９—１８９２） 倾尽一生心

血的唯一一部诗集， 并最终为其奠定了美国文学及世界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 这部伟大诗集在美国本

土经受了近一个世纪毁誉参半、 备受争议的沉浮与挣扎， 直到上世纪 ５０ 年代中期出版百周年纪念以及

美国诗坛摆脱学院派与新批评派的控制时才获得普遍认可。 在中国大陆， 惠特曼于五四时期被介绍过

来， 由于其诗作中易引起争议的诗篇未曾与中国读者谋面， 因此批判与否定 《草叶集》 的声音并未出

现， 而到了 １９８７ 年全译本首次出版时， 对惠特曼的认知亦早已超越了早期的道德训诫阶段。 尽管如此，
由于时局的不断变化， 在栉风沐雨的漫长世纪中， 我们对 《草叶集》 的接受也经历了相应的起伏波折。
本文将以时间为序， 通过对该诗集在我国大陆译介与传播历程的简要回顾和整理， 以图呈现它在中国

大陆本土化亦即参与和推动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历史轨迹。

一、 五四时期 《草叶集》 的译介与传播

在中国新文学开始艰难起步时期， 作为现代自由诗开创者的惠特曼的引入应是一种必然。 １９１７ 年，
胡适发表于 《新青年》 的 《文学改良刍议》 力主 “八事”， 陈独秀与之呼应， 在 《文学革命论》 中倡

导革新文学的 “三大主义”， 这些理论宣言无疑为新文学树立了一面旗帜， 但如何打破传统诗学与美学

的厚墙从而开辟一条新路来仍是一件难事， 而翻译却为此提供了一件利器。 卞之琳先生在 １９８７ 年专门

就诗歌翻译对中国新诗创作的影响做过细致分析， 他通过对胡适翻译实践的研究， 鲜明地指出西方诗

歌的翻译可谓促成了我国白话新诗的产生， 且后来对新诗的发展过程及重大转折同样产生了重要影

响，①亦如有的学者所说， “没有译诗， 中国新诗的现代性就会因为失去影响源而难以发生”。［１］ 可以说，
五四时期积极参与到新文学运动中的作家们都或多或少地从事过文学翻译， 翻译工作已成为文学革命

事业血肉一体的组成部分。 而根据统计， 在这一时期译介最多的三位诗人就是泰戈尔、 歌德与惠

特曼。②

大陆第一篇介绍惠特曼及其诗歌的是田汉发表于 １９１９ 年 ７ 月 １５ 日 《少年中国》 创刊号上的文章



浙 江 传 媒 学 院 学 报 第 ２０ 卷

《平民诗人惠特曼的百年祭》。 这篇长达万字的文章共有八个部分组成： “美国精神与民主主义”， “惠
特曼的略历”， “惠特曼的伟大”， “惠特曼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ｉｓｍ”， “惠特曼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惠特曼的灵肉调

和观”， “惠特曼的自由诗与中国的 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 “纪念惠特曼的意义”。 田汉写作此文的目的是非常

明确的， 他要把惠特曼高歌的平等、 自由、 博爱的美国精神 “做我们的借镜”， 指明只有 “民主主义”
能够救 “少年中国”，［２］也可以说， 他要阐明惠特曼的伟大之所在， 为 “少年之中国” 寻找一个杰出的

“人” 的榜样以教给大家如何做真正的 “人”， 因此， 他把重点放在了阐述惠特曼的思想上， 而在论证

这些思想时则频频引用 《草叶集》 中的诗歌， 如 《自己之歌》、 《我歌唱带电的肉体》、 《母亲， 你同你

那一群平等的儿女》 等诗的一些片段， 以及 《久， 好久， 亚美利加啊》 的全篇， 这也是惠特曼诗歌与

国人的首次见面。 此外， 田汉也明确阐述了中国新诗运动与惠特曼诗歌的关系， “中国现今 ‘新生’ 时

代的诗形， 正是合于世界的潮流、 文学进化的气运。 ……这种自由诗的新运动之源， 就不能不归到惠

特曼”。［２］（３１０）

中国新诗的革新显然不只是一种形式的革命， 也是思想和文化观念的革命， 因此田汉对惠特曼及

《草叶集》 的介绍可谓是切中肯綮且意义深远， 而接下来的郭沫若更是将对惠特曼诗歌的这种双重吸收

与转化推至极致， 从而创造了中国新诗史上的第一座丰碑———诗集 《女神》 （１９２１）。 反过来看， 《女

神》 的成功也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惠特曼诗歌在中国大陆的可接受性， 至少它极大推动了中国诗坛对

惠特曼诗歌的进一步认知与传播。 遗憾的是， 尽管受惠特曼如此大的影响， 并且作为一位大翻译家，
郭沫若却并未怎么翻译这位先师的诗作， 远不及对泰戈尔、 雪莱、 歌德等人诗作的译介。 据其著译年

谱查看， 他仅完整翻译过惠特曼 《从那滚滚大洋的群众里》 一诗， 发表于 １９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 日的 《时事

新报·学灯》。［３］另外， 在 １９２０ 年给宗白华的一封信中他也曾引用 《坦道行》 （即 Ｓｏｎｇｏｆｔｈｅ ＯｐｅｎＲｏａｄ，
今译 《大路之歌》 ） 第一节的前两小节原文， 并将之译成白话，［４］但也就此打住， 未再译完。

１９２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的北京 《晨报》 第 ７ 版的副刊上刊登了笔名为 “残红” 的一位译者的 《译惠特曼

小诗五首》， 即 《美丽的女人》、 《母亲和婴儿》、 《告诉你》、 《戴面具的》 和 《告外国》 五首短诗， 其

中 《告诉你》 和 《告外国》 选自 《铭文集》 （即 《草叶集》 第一部分， 以下各集的名字均采用楚图南、
李野光合译 《草叶集》 中的译名）， 另外三首选自 《路边之歌》。 这些小诗显然不足以反映惠特曼的思

想与风格， 引起的关注并不大。 此前， 也就是同年 ３ 月， 主持 《小说月报》 的沈雁冰在该刊第 ３ 期

“海外文坛消息” 栏目中专门发了一条 “惠特曼在法国” 的消息， 极力强调 “美国著名诗人惠特曼

（Ｗａｌｔ Ｗｈｉｔｍａｎ） 的著作近来在法国盛极一时”。［５］１０ 月份， 同为 “文学研究会” 成员的谢六逸在 《时事

新报·学灯》 上发表了两篇译作， 即选自 《桴鼓集》 中的 《挽二老卒》 （今译 《给两个老兵的挽歌》 ）
和 《弗吉尼亚森林中迷途》， １１ 月上旬又在该刊连载了 《平民诗人惠特曼》 一文， 也许因有田汉的文

章在先， 所以， 他并未对惠特曼的民主思想展开评介， 而是突出诗人的 “普通人” 的身份， 评价其诗

歌是 “自然的复写”， 是 “个性的动作的呼声”。［６］１９２２ 年 ３ 月， 译者东莱在 《文学周报》 旬刊第 ３０ 期

上发表了译诗 《泪》。 徐志摩翻译了 《自己之歌》 中第 ３１ 节的第一小节和 ３２ 节的前两小节， 发表于

１９２４ 年 ３ 月 《小说月报》 第 １５ 卷第 ３ 期。 崇尚格律与节制的徐志摩对惠特曼也许未必真心喜欢， 因此

浅尝辄止， 他与 “中国的惠特曼” ———郭沫若的反目也与对自由奔放式诗歌的讥讽有关。 此外， 这时

期一些对美国文学的介绍类文章中也多有谈及惠特曼的诗歌， 如刘延陵发表在 １９２２ 年 ２ 月 １５ 日 《诗》
月刊第 １ 卷 ２ 号上的 《美国的新诗运动》， 郑振铎在 《小说月报》 １９２６ 年第 １７ 卷 １２ 号上发表的长文

《美国文学》。
２０ 年代后期， 鲁迅先生对 《草叶集》 的译介也作出了贡献。 １９２７ 年 ６ 月， 他主编的 《莽原》 杂志

发表了韦丛芜翻译的 《敲！ 敲！ 敲！》 和 《从田里来呀， 父亲》 （皆选自 《桴鼓集》 ）。 １９２８ 年 １０ 月，
他主编的 《奔流》 杂志刊登了金溟若翻译日本作家有岛武郎的长文 《草之叶———关于惠特曼的考察》，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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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还配有五张图片， 分别是一帧惠特曼画像， 《草叶集》 初版时诗人照像， 诗集插画一帧， 诗人笔

迹， 及诗人晚年位于坎登的住所。 有岛武郎以第一人称的创作形式来表述对惠特曼及其诗歌的理解，
文章充满激情和力量， 引用 《草叶集》 中诗歌或片段达 ２３ 次之多， 涉及诗人十余首代表性诗作。［７］ 如

此完整地介绍 《草叶集》， 在大陆还是首次。 在刊发之前， 鲁迅先生曾多次与金溟若通信， 为了更好地

审阅译稿， 还前往商务印书馆及内山书店分别购买了英文及日文版的 《草叶集》。［８］

可以看出，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大陆对 《草叶集》 的译介带有很强的自发性和随意性， 但这并不意味着

盲目性。 ２０ 年代是新文化运动扩张和扩大其作用范围的时代， 也是白话诗学步行走的时代， 当时诗坛

充满对 《尝试集》、 散文体诗、 诗是贵族的还是平民的等一系列问题的讨论， 在思想上偏于认为人类的

整体性优于民族与国家本位， 在文艺上认为西土强于本土， 对惠特曼及 《草叶集》 的译介显然是借它

山之石欲以攻玉。 除了诗学与文化的建构需求以外， 深层次的人格建构的需求作为一种动力也推动着

文人学者们去扩大视野寻求认同， 正如郁达夫所言， “五四运动， 在文学上促生的新意义， 是自我的发

见。 欧美各国的自我发见， 是在十九世纪的初期， 中国就因为受着传统的锁国主义之累， 比他们捱迟

了七八十年。 自我发见之后， 文学的范围就扩大， 文学的内容和思想， 自然也就丰富起来了。 北欧的

伊孛生， 中欧的尼采， 美国的霍脱曼 （即惠特曼， 笔者注）， 俄国的 １９ 世纪诸作家的作品， 方在中国

下了根， 结了实”。［９］事实上， 在世界诗歌领域， 对 “超验自我” 的书写很难有超出惠特曼之右者。

二、 三、 四十年代 《草叶集》 的译介与传播

如果说 ２０ 年代是 《草叶集》 播种扎根的时期， 那么， ３０ 与 ４０ 年代就是发芽成长并渐渐枝繁叶茂

的时期。 １９３０ 年 ５ 月号的 《小说月报》 发表了一篇长达 ２９ 页的长文 《现代美国诗概论》， 文章共五部

分， 其中第二部分专论惠特曼， 达三千多字。 该文对惠特曼的评论较前人更趋完整， 谈到了惠特曼在

美国本土的不被理解， 谈到他对平凡东西、 普通题材的选择， 谈到他的中心题旨 “是普天的同情心，
是爱情想象， 这种爱情想象， 能使伟大艺术家， 与人类一切悲乐同体化”， “他相信不妥协的个人主义

及民主主义”， “他的个人主义， 常在普遍的友谊善意中表出”。［１０］ 作者朱復还条分缕析专门探讨了惠特

曼的诗艺特征， 引用 《斧头之歌》 与 《展览会之歌》 中的许多诗句。 诗人邵洵美在 １９３４ 年 １０ 月 《现
代》 杂志发文 《现代美国诗坛概况》， 对惠特曼及其 《草叶集》 与现代美国诗歌的关系做了清晰的阐

述， 扩大了人们的认知视野。［１１］在翻译方面， 译者素衷在 １９３１ 年 ６ 月 《创作》 月刊发表译诗 《跨过一

切》， ７ 月又在同一刊物发表 《看到荣誉获得时》 等五首译诗， 伍实在 １９３４ 年 １２ 月 《文学》 杂志发表

了其摘译的 《自己的歌》 片段和 《灵魂啊你现在敢吗》、 《再会吧我的幻想》、 《为了你啊德谟克拉西》、
《先驱啊先驱》 等另外四首译诗， 同时也译有英国评论家爱德孟·威廉·戈斯的长文 《窝脱·惠特曼》。
周而复则在 １９３６ 年 １０ 月 １ 日 《诗歌杂志》 创刊号上发表了两篇译诗： 《夜晚独个在沙滩上》 和 《在海

船后面》。 高寒 （楚图南笔名） 在 １９３７ 年 １ 月 《文学》 杂志 “诗歌专号” 发表篇幅较长的 《大路之

歌》 完整译文。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 中国新诗发展进入到自觉的多元状态， 对于诗体、 现代诗、 中国古诗借鉴等问题

的讨论颇为热闹， 朱復与邵洵美的文章即出于这一大的语境， 也是为了确认 《草叶集》 的现代性地位。
另外， 这一时期左翼大众诗学开始成长起来， 《草叶集》 亦成为其形态源。 如主张诗歌大众化的蒲风曾

在 《诗歌大众化的再认识》 一文中写道： “惠特曼的自由诗的新形式， 在当初， 美国老诗人们也曾憎恶

过， 甚至驱逐过。 我们今日的处境正相同于惠特曼， 因为我们的东西， 比惠特曼的口语的自由诗来得

一样惊人， 通俗”。［１２］日军侵华更加重了诗人的现实感和紧迫感， 所以他呼唤中国的惠特曼， “如今的

现实却的确要求我们产生一些惠特曼， 或马雅可夫斯基。 没有新的惠特曼、 马雅可夫斯基， 担不起现

阶段诗人的伟大任务”。［１３］此外， 早期倾心于象征主义的穆木天也转向为诗歌大众化呐喊， 他在 １９３４ 年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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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月 《现代》 杂志发文 《诗歌与现实》， 号召诗人从现实出发， 反映代表时代的本质情绪， “伟大的诗

人， 如杜甫， 如雨果， 如哥德， 如惠特曼， 如密尔敦， 如魏哈仑等， 之所以成为了伟大， 就是在于他

们在他们的诗作中， 反映出当代的社会现实”。［１４］ 评论家李长之在谈到惠特曼时也突出其现实主义，
“惠特曼却是美国浪漫主义最后一人， 同时却也是到达新的开展的桥梁的一人”， “新的开展是写实主

义”。［１５］林焕平在 《申报》 上的文章 《我们从惠特曼学取什么？》 同样强调 “他那种完全从现实主义出

发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 是我们应该学取的第一点”， 惠特曼不但是生活的观察者， “不， 不但是观

察， 他就是投身在现实的生活实践中”。［１６］

４０ 年代的中国到处战火纷飞， 战争的鼓点、 苦痛的大地似乎与 ７０ 多年前惠特曼所经历的血雨腥风

遥相呼应， 于是， 深受惠特曼影响的艾青、 田间、 何其芳以及七月诗派的诗人们像惠特曼一样纷纷以

笔为旗， 谱写出 “鼓舞调” 的战斗的诗歌。 据李野光先生考证， １９４１ 年萧三从莫斯科把苏联出版的

《草叶集》 带回了延安， “使惠特曼得以深入中国西北地区， 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相结合”，［１７］（３３７）

而且同年， “草叶社” 在鲁迅艺术文学院成立， 成员就有何其芳、 严文井、 周立波、 公木、 陈荒煤等

人， 这些人对 《草叶集》 的传播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如周立波在鲁艺讲名著选读就讲到过惠特曼的诗，
公木则翻译过 《当紫丁香最近在前院开放》、 《大路之歌》、 《啊， 船长！ 我的船长！》 和 《我坐着来观

望》 等诗篇， 其他在延安的诗人如吴伯箫、 曹葆华、 天蓝、 朱子奇等都选译过 《草叶集》， 艾青主编的

《诗刊》， 以及 《中国文艺》、 《解放日报》 成为发表这些译诗的园地， 而田间等人的手抄本更是在人们

手中辗转流传。［１７］抗战时期的西南地区文人云集， 《草叶集》 的翻译更是遍地开花。 如思想转向后的徐

迟 １９４１ 年 １ 月在迁至重庆的 《文艺阵地》 发表从 《芦笛集》 中选译的 ６ 首短诗， 陈适怀同年 １１ 月在

桂林 《诗创作》 发表 《惠特曼诗三首》。 次年 ３ 月， 陈适怀又在桂林 《文艺生活》 发表译诗 《你， 政

治民主哟！》。 当年适逢惠特曼逝世 ５０ 周年， 《诗创作》 开辟了 “惠特曼五十年祭” 专栏， 刊登了一组

诗文， 其中包括日本学者高村光太郎和中野重治的两篇评论， 陈适怀译 《惠特曼诗四章》 （包括 《在梦

中所见》、 《没有不要劳力的机器》、 《给某歌女》 和 《一致》 四首诗）， 天蓝译 《反叛之歌 （二首） 》
（即 《欧洲》 与 《给一个受了挫折的欧洲的革命家》 ）， 曹葆华译惠特曼晚年所写散文 《走过的道路的

回顾》。 同年 １１ 月， 桂林 《文化杂志》 发有邹绛译自 《桴鼓集》 的 《海船的城市》 等三首诗， 成都

《笔阵》 发有姚奈译自 《桴鼓集》 的 《我做过一次奇异的看守》。 １９４３ 年 ５ 月， 桂林 《青年文艺》 刊发

了宗玮译的 《草叶集选》， 包括 《为了你， 啊， 民主》、 《在一个梦里我梦到》、 《哦， 船长， 我底船

长！》 等 １３ 首诗， 同年 ９ 月， 桂林 《文学译报》 刊登了蒋壎译 《给一个快要死去的人》 等 ３ 首诗歌。
１９４８ 年， 上海 《诗创造》 第 ８ 期和第 １０ 期分别刊发了屠岸的译诗 《更进一步》、 《我们两个———我们

被愚弄了多久》 和费雷选译自 《桴鼓集》 与 《铭文集》 共 ５ 首短诗的 《惠特曼诗抄》。
可以看出， 抗战时期是惠特曼诗歌翻译与传播的一个高峰期， 如此密集的翻译也催生了 《草叶集》

选本的出现。 第一个是高寒 （楚图南） 编译的 《大路之歌》， 由重庆读书出版社 １９４４ 年 ３ 月出版。 该

选本分两大部分， 第 １ 部分由 １４ 首诗组成， 惠特曼一些重要诗篇如 《从巴门诺克出发》、 《大路之歌》、
《我歌唱带电的肉体》、 《当庭院中的紫丁香在最近新开了的时候》、 《从永久摇荡的摇篮里》 等均收入

其中， 第二部分是 《草叶集》 中最核心也是篇幅最长的 《自己之歌》 完整译文。 楚图南为自己的选本

写有 《惠特曼的诗歌———＜草叶集＞译序》， 对惠特曼及其诗歌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在自序后面， 他还附

有自己译的美国学者 Ｌ􀆰 昂特梅尔 《关于惠特曼的诗歌》 一文。 该选本后来又于 １９４８ 年由上海读书出

版社重印。 第二个选本， 据李野光先生所述， 应该是陈适怀所译的 《囚牢中的歌者》， 收短诗 ３１ 首，
“但此书已残缺不全， 出版时地都难以确定了”。［１７］（３３９－３４０） 第三个译本是屠岸的 《鼓声》 （配有插图），
１９４８ 年 １１ 月以 “青铜出版社” 的名义在上海自费印行。 该选本收有 《我在梦里梦见》、 《敲啊， 敲啊，
鼙鼓》 《哦， 船长， 我底船长》 等 ５２ 首短诗， 并附有 《惠特曼小传》、 卡尔·桑德堡写的 《 ＜现代文库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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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叶集＞序》 以及屠岸自己写的 《论介绍惠特曼》 与 “译后记”。 １９４９ 年 ３ 月， 上海晨光出版公司

出版了高寒译 《草叶集》， 该选本保留了 １９４４ 年版的序言及昂特梅尔的文章， 开头增添了惠特曼年谱

简表， 但在体例上与前者不同， 它按照 《草叶集》 原版的顺序， 标明了全部 １２ 个子集的名称， 并分别

从中选译了共 ５５ 首诗歌， 呈现出一个虽然稀疏但却大致完整的框架， 为以后完整译本的推出奠定了

基础。

三、 建国以来 《草叶集》 的译介与传播

反观民国时期 《草叶集》 的译介与传播， 可以看出一条从涓涓细流到汇成江河的过程， 从接受的

思想角度看， 又是依时局变化从 ２０、 ３０ 年代强调其个人主义、 民主主义到抗战时期彰显其人道主义再

到内战时期回归其民主主义的过程， 这正如王佐良在谈到惠特曼对中国新诗的影响时所说， “郭沫若师

法惠特曼， 别的年轻中国诗人又效仿郭沫若。 中国新诗里的豪放传统从此开始， 而豪放在中国社会的

现实环境里很快就从诗人的个人咏叹发展为民主的、 群众性的强大歌声”。［１８］朱自清先生在 １９４７ 年回顾

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民国文学时也说： “用欧化的语言表现个人主义， 顺带着人道主义， 是这时期知识阶

级向着现代化的路。” ［１９］惠特曼诗歌的译介与这条路是合拍的， 而且是其中一组最强音。 当然， 《草叶

集》 在民国时期传播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知识阶层和文学范畴， 而参与了中国现代历史的现代化进

程， 为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做出了独有的贡献。 所以， 当 １９５５ 年 《草叶集》 百年诞辰之际， 新中国的

政府在 １０ 月的北京隆重举行了 《草叶集》 百周年纪念大会。 同年 １２ 月， 上海举行了 “纪念 《草叶集》
出版百周年和 《唐·吉诃德》 出版三百五十周年座谈会”， 巴金发言称 《草叶集》 是永远属于人民的

巨著， 认为惠特曼是 “在人民中间生长起来的诗人”， “并且始终站在人民的一边”， “惠特曼的诗对于

今天正在向着社会主义前进的中国人民仍然有极大的鼓舞力量”。［２０］ 据李野光先生统计， 当年全国许多

报刊发表相关文章共计 ２０ 多篇， 作者有巴金、 徐迟、 蔡其矫、 袁水拍、 邹绛、 杨宪益等一大批著名作

家和学者。［１７］（３４１）徐迟在 《译文》 和 《人民文学》 发表了 １９ 首译自 《草叶集》 的诗， 在 《光明日报》
发表译作 《法兰西———美国的第十八年》， 并在北京的群众集会上作了 《论＜草叶集＞》 的演讲。 同时，
楚图南 １９４９ 年的选译本经王岷源校订后以 《草叶集选》 为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 （增添了 ３ 首诗）。
虽然是同样的版本， 但由于政治气候的改变， 意识形态成为当时翻译出版的一个标杆， 所以在 “译者

后记” 中， 楚图南有意突出惠特曼诗歌对资产阶级美国的虚假民主、 腐朽文化的批判性及对无产阶级

斗争的支持立场， 认为其诗歌 “对于当前美国反动统治集团的摧残人权、 种族歧视和扩军备战政策以

及美国腐朽的黄色倒退文化是一把熊熊的烈火”。［２１］

热烈的纪念活动过后， 《草叶集》 的译介很快陷入了长达 ２０ 多年的干枯期。 民族国家话语和政治

意识形态话语完全左右了中国大陆的文艺活动， 先是 １９５７ 年开始反右斗争， 对欧美文学由正面译介转

为批判与排斥， １９５８ 年兴起了贬抑五四新诗传统的 “新民歌运动”， 后是十年文革， 西方文学翻译完全

被中断了。① 文革结束后， １９７８ 年 １０ 月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了楚译 《草叶集选》， 该书在饥渴的读者

群中迅速流传。 １９７９ 年， 荒芜翻译并发表了惠特曼近 ２０ 首诗，② 当年及以后两年里又撰写了一系列有

关惠特曼的散论性文章， 发表于 《诗刊》、 《读书》、 《诗探索》、 《外国文学研究》 等杂志， 影响面甚

广。 黄药眠和王佐良也写过 《读＜草叶集＞》 的同题文章发表于 １９８１ 年 《读书》 和 １９８２ 年 《美国文学

丛刊》 上， 周珏良则翻译了 《１８５５ 年版的＜草叶集＞序言》 发表于 １９８３ 年的 《美国文学丛刊》。 另一位

３９

①

②

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惠特曼的影响就中断了， 如文革时期出版多部诗集的李瑛深受惠特曼影响， 其诗歌也带有惠特曼遗

风。 参见史记： 《惠特曼诗歌在中国的评介与接受研究》 （Ｐｈ􀆰 ｄ）， 吉林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 第 ８９ 页。
另据李野光先生考证， 荒芜多年前曾编译过一本包括 １００ 多首长短诗的 《草叶集选》， 原计划 １９５７ 年出版， 但最后由于

政治原因计划破灭。 参见李野光： 《惠特曼研究》，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 第 ３４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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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译者赵萝蕤早在 １９６２ 年就接到出版社交给她翻译 《草叶集》 的任务， 但不久被迫停止，［２２］ 文革后

重新捡起翻译工作， 并连续在 １９８３ 年 《美国文学丛刊》 １、 ２、 ３ 期和次年第 ２ 期发表译作 １２ 首， 包括

短诗 ５ 首， 选自 《林肯总统纪念集》 的 ４ 首以及 《大路歌》、 《阔斧歌》 和 《从鲍玛诺克开始》 ３ 首，
并且在每期译文前均附有相关介绍文字； １９８５ 年， 《外国文学》 第 ７ 期刊登她的两首译诗： 《一路摆过

布鲁克林渡口》 和 《在路易斯安那我看见一株四季常青的相熟在成长着》， 亦附 “译后记” 帮助读者

更好地理解它们； 同年， 《北京大学学报》 （哲社版） 第 ４ 期刊发其文章 《惠特曼 “我自己的歌” 译后

记》， 这意味着她已完成对长诗 《我自己的歌》 的翻译工作， 两年后， 上海译文出版社将该诗单独出

版。 就在 １９８７ 年 ２ 月， 李野光在楚译 《草叶集选》 基础上补译完成的 《草叶集》 （上下册） 全译本由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依照 《草叶集》 “临终版” 增补了其余的 ３３４ 首诗， 又增添了 《老年的回

声》 的 １４ 首， 以及 “未收集和未选入的诗” ３２ 首， 并附有惠特曼写的 《 ＜草叶集＞初版序言》、 《致爱

默生》 等 ６ 篇重要散文文献。 该译本实现了大陆 《草叶集》 翻译的历史性飞跃， 成为国内公认的权威

译本， 甚至如学者刘树森所说， “从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各国介绍惠特曼的历史情况来看， 也是理想的

版本之一”。［２３］该年 ５ 月， 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 《草叶集》 节选本 《我在梦里梦见》， 可谓袖珍版

《草叶集》， 由屠岸所译 《鼓声》 中的 ５２ 首诗与楚图南译的 《大路之歌》、 《欢乐之歌》、 《斧头之歌》、
《转动着的大地之歌》 四首长诗汇编而成。 １９８８ 年， 李野光借着全译本的东风， 分别出版了专著 《惠

特曼评传》 和选编的 《惠特曼研究》 （包括国外关于惠特曼的各种评论、 诗歌及编者自己的两篇论

文）， 为人们更好地解读和诠释 《草叶集》 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同年， 李视岐译注 《草叶集诗选》 由北

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该选本根据 《草叶集》 的不同版次、 创作的不同时间向后推衍， 遴选出具有代表

性的 ７９ 首诗篇， 并挑选其中难以理解的 ３４ 首加以注析。 在每一章前面， 译者还编写了 “解说”， 简要

阐述这些诗歌的创作背景及诗人的情况， 便于读者更完整地解读。 但是， 该译本并未得到学界的认可，
翻译质量不高， 问题很多， “从译文到注释内容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失误， 不但降低了译本本身的价

值， 更为严重的是不利于读者如实地认识惠特曼及其诗歌”。［２３］（３４）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是中国大陆诗坛风云变幻的时代， 老一代诗人在文革后复出， 朦胧诗崛起， 随后又

在 １９８５ 年前后被新生代超越， 诗歌中的 “大我” 不断向 “小我” 回归， 在这个骚动不安、 多元并举的

时代， 《草叶集》 的传播影响与抗战时期不可同日而语。 同时， 文化界的译介重点 “特别转移到 ２０ 世

纪的西方理论和文学创作上面， 西方现代文论和 ‘现代派文学’， 成为关注的焦点”。［２４］ 尽管如此， 张

扬自我与自由的 《草叶集》 依然渗透到中国当代诗学的建构中， 除了继续影响复出的老、 壮年诗人如

公刘、 蔡其矫、 昌耀等以外， 对北岛、 顾城、 舒婷等朦胧诗人和西川、 海子、 骆一禾、 于坚等第三代

诗人也颇有影响。 如顾城在其 《诗话录》 中所说， “我受外国文学的影响较深， 我喜欢但丁、 惠特曼、
泰戈尔、 埃利蒂斯、 帕斯， 其中我最喜欢的还是洛尔迦和惠特曼”，［２５］ 顾城强调诗人 “要用心去观看，
去注视那些只有心灵才能看到的本体”，［２５］（１７０） 而惠特曼的诗在他看来就做到了 “穿起物象达到本

体”。［２５］（７８）对年轻的诗人们而言， 惠特曼及其诗歌可以说是一种必备的学识背景， 但已不可能完全被其

所左右， 他们会超越惠特曼的影响， 站在各自的诗学立场来评判惠特曼的诗歌。 如海子就认为惠特曼

像普希金、 雨果等人一样是优秀的民族诗人， 但却不是伟大的诗歌创造者， 这些人 “都没能完成全人

类的伟大诗篇”， 因为 “他们没有将自己和民族的材料和诗歌上升到整个人类的形象”。［２６］

进入 ９０ 年代以后，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达， 文学 （尤其是诗歌） 的边缘化加剧， 同时文学 （包括翻

译文学） 出版越来越被市场所操控， 变成了盈利与消费的对象。 １９９１ 年， 赵萝蕤花费 １０ 余年心血翻译

的 《草叶集》 全本终于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仅印刷了 ２２００ 册。 其实， 早在 １９８８ 年 ３ 月， 译者已完

成了全部翻译工作， 不幸的是碰到了一个 “出书难” 的时代。［２７］ 该译本与追求尽意与神似的楚、 李合

译本不同， “以直译见长， 注重内容与其文字表现形式的有机联系， 对诗句的结构与内在韵律悉心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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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 力求忠实地再现原作的内容与艺术特色”。［２３］（３３） ２００８ 年， 重庆出版社也出版了该译本。 １９９４ 年，
楚、 李合译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 在 １９８７ 年出版该合译本以后， 李野光就开始着手翻译自己未译

的部分， 并修改已译的诗稿， 计划出新译本， 这一愿望在 ２００３ 年实现， 其独译本 《草叶集》 由北京燕

山出版社出版， 且两年后再版。
在一个诗歌不景气的时代， 《草叶集》 在新世纪的译介竟然呈现出一种迅猛姿态， 短短十二年间，

大陆有近 ２０ 家出版社出版其选本或英汉对照本， 不知名的译者纷纷冒出， 各种噱头如 “世界禁书文

库”、 “中小学必读丛书” “中学生必读诗歌经典” 逼人耳目。 如果说经过八九十年代的洗礼 《草叶集》
终于从政治抒情诗的名义中挣脱出来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那么如今悍然罗列进中小学生的书架是不是

一种历史的玩笑？ 大学生都不去读或读不懂的东西如何会进入小孩子的心灵？ 从大众化的诗歌到诗歌

的大众化， 中间该有怎样的转换？ 是教育的普及， 还是无缝不钻的经营使然？ 前辈的译者经历了多年

甚至半生的苦心研究和辛勤劳作才换来字字珠玑， 如今的译者短短数月就舔然交稿。 我们希望惠特曼

的诗歌能走进千家万户， 但那应该是一本更接近本真面貌的 《草叶集》。 这些新译本的优劣将有更专业

的人士去评说， 我们也并不想一棍子打死， 亦不否认有些译者的认真和敬业， 我们只是想张扬一种责

任感， 当这些译著在传播、 阅读的过程中， 我们要对得起每一个读者， 更要对得起经过时间浪涛无情

淘洗依然巨石般岿然而立的经典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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